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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还是数字消费:
对数字劳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辨正

李 谧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24)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数字受众网络空间活动界定为数字劳动,从而确立了一切网络行为

皆劳动、数字用户商品化等理论。然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数字受众的网络

空间活动在属性上应当归于数字消费而非数字劳动,并未创造剩余价值,而旨在实现剩余价值。透过马克

思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整体性原理,以及该原理中销售与消费的逻辑关系、生产与消费的辩证运动关系,

可以探赜出数字消费构成了资本数字化再生产整体性中的重要环节,数字平台正是销售与消费的数字化

升级版媒介,生产消费者并非生产性劳动者与消费者的二合一,而应指谓数字消费者,从而,数字劳动与数

字消费的边界得以显现出来。将数字消费从数字劳动中辨识出来,在理论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

展,在实践上则有益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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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随着人类步入数字时代,数字化生活已成为我们的存在常态。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我们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促进了工作与生活的融合,使得两者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这给人们在短期

内以科学方法来清晰界定带来了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数字劳动理

论,认为休闲、游戏等原本属于生活范畴的活动因数字技术而转化为劳动和工作,因而声称一切

人类活动皆劳动[1]126-127。数字劳动概念的提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强烈

的学术论争。

国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提出及发展了数字劳动理论。数字劳动理论最早由德

国哲学家金特·安德斯(GüntherAnders)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但并未使用数字劳动一语,仅
强调了商业媒体中的劳动角色,认为每个人在家通过商业媒体得以被雇佣,成为倒付报酬的家庭

工作者。几乎在同一时期,加拿大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达拉斯·斯迈兹(DallasW.Smythe)将
安德斯的商业媒体劳动解析方法发展成受众劳动(audiencelabor)和受众商品(audiencecom-
modity)理论,并认为受众的注意构成了广告资助媒体的商品[2],从而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独有

的具有生产性的数字劳动理论,奠定了对商业媒体平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克里斯蒂

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安德斯和斯迈兹“升级了消费资本主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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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劳动概念”[2],并以数字劳动概念来命名,从而发展了这一理论。第二,在理论上支持数字劳

动理论。如特雷博·肖尔茨(TreborScholz)等人认为,数字空间既是游戏场,又是工厂,生活中

的一切行为均在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3]。布瑞·多尔伯(BrianDolber)认为,受众商品概念解释

了新技术是如何进行经济剥削的[4]。塞尔哈特·科奥尔卢吉尔(SerhatKolǒglugil)认为数字劳

动是非物质劳动,网络构成了数字经济的生产方式[5]。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Terranova)

将数字劳动界定为“自由劳动(freelaor)”,指称着自愿给予的、无薪酬的、享受的、被剥削的网络

活动,生产着文化和数字经济[6]。第三,对数字劳动理论提出质疑和批判。如安卓斯·威特尔

(AndreasWittel)认为数字平台不能创造劳动和价值内容,但控制着用户所产生的劳动和价值的

传播[7]。迈克尔·莱博维茨(MichaelA.Lebowitz)批判了数字劳动理论,指出斯迈兹等人的理

论从一开始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前提,因而所做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讨论,得出的是非马克

思主义结论:受众劳动被剥削了,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8]。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四类形式呈现出来。一是支持性地发展了数字劳动概念,其背后表意

着认同这一学术主张。如蓝江界定数字劳动为“在数字生产方式下产生,并能够形成一定的生产

后果的活动”,导致了流众化的数字生产关系,用户让自己走向无产阶级化[9]。邓伯军认为数字

劳动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数字劳动者是受雇于数字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因而受到剥

削[10]。郑礼肖认为数字劳动是以数字平台为劳动资料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11]。二是从

马克思主义视角阐释了数字劳动的合理性。如燕连福认为数字劳动概念“回答了当代理论家对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质疑”[12]。高斯扬认为“数字劳动不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颠覆,也不是概念

创新,而是对人类劳动发展的拓展”[13]。徐天意认为数字劳动在其渊源上贯通了从生产劳动到

非生产劳动的思想逻辑[14]。谢章典基于数字劳动理论,提出了维护数字劳动正义的主张[15]。三

是利用数字劳动概念进一步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实则默示认同了此概念的合理性。如欧阳康认

为,数字劳动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富裕,但可能引发不良经济现象,需要规范引

导[15]。朱春艳在肯定数字商品、玩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对数字时代拜物教的症候进行了分析[17]。

张媛和许成安对数字劳动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数字劳动者被技术拜物教所捆绑[18]。冯燕芳对

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异化进行了剖析与批判[19]。四是批判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论缺陷。

如陆茸认为,数字劳动理论中数字商品是雇佣劳动所创造的,而不是平台用户所创造的[20]。罗

松涛认为,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中对剥削问题的探讨,“忽视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条件”[21]。肖

峰提出应将“非数字化的劳动或非劳动性质的数字化活动”移出数字劳动范畴之外[22],批判了数

字劳动概念的非科学性。夏玉凡认为,福克斯的数字劳动忽略了生产性劳动,并错误地理解了互

联网中的生产性劳动[23]。

数字劳动理论产生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此理论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一方面揭示了数字资本

主义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并从多个视角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

劳动价值论出发反思了数字劳动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对数字劳动理论提出了质疑。相应地,

产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前沿成果,为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推进了资本

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时代化发展。然而,数字劳动概念本身在国内外还存在争议,尤其是

数字劳动与休闲、数字劳动与数字消费之间边界模糊,需要进一步厘清。学界在否定了数字受众

“玩劳动”的劳动性以后,未能进一步阐释清楚这一人类活动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性质。基于

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透析数字劳动的数字消费属性,期冀能以数字消费

取代非劳动性质的数字劳动概念,从而在理论上实现对数字劳动的马克思主义辨正,在实践上为

数字经济建设和实现美好数字生活愿景做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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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劳动:对数字受众在网络空间所施行为的性质界定

福克斯基于“阐释资本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如脸书、谷歌、推特等)将在线用户行为商品化,

从而实现资本积累的目的”[1]354,提出了最为宽泛的数字劳动概念,使得一切数字化活动均变成

了数字劳动。在福克斯的定义中,第一类是ICT(数字与通信技术)行业正式工作人员的劳动,包

括数字硬件与软件制作劳动人员,这是从传统意义上对数字劳动进行的界定;第二类称大众在线

活动为数字劳动,即受众劳动(audiencelabor),这一劳动形式指的是出自于受众自愿、无薪酬的

劳动。在他看来,之所以作出如此广义的界定,“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因数字媒体的存在、使用和运

用而要求的集体工作力量的组成部分”[1]4。从而,凡是与数字媒体的存在、使用和运用相关的人

类活动,均可称为数字劳动。在这两类划分中,学界对第一类数字劳动无太多异议,争论的焦点

集中于第二类数字劳动。

以福克斯为代表的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理论家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理界定并分析了受众

数字劳动理论,将在线时间(劳动时间)、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概念运用于这一理

论的论述中,使得数字劳动概念具有其自身的内涵与特质:

1.一切上网行为皆数字劳动。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者看来,数字劳动的产生使得休闲时间

与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难以辨识。通常情况下,人们利用休闲时间进行游戏、实施创

造性活动,以便从中获取享乐;但数字游戏中,休闲时间已然被商品化,变成了劳动时间,可以创

造价值,从而为资本家提供可以获取剩余价值的先进方式。如此,人类的休闲活动与工作融为一

体后,休闲与工作的边界消失了,甚至一切活动均是劳动,并为资本家创造着交换价值。福克斯

作出如此界定:“所有人类活动,因而所有的游戏,在当代条件下均倾向于被纳入受资本剥削的范

畴。……英特网因此担负起时间的总体商品化和剥削的中介角色———所有人类时间都构成产生

剩余价值的时间,从而被资本所剥削。”[1]126-127无疑,在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界定中,“游戏劳动”“休

闲劳动”均构成数字劳动的内涵范畴,创造着价值和剩余价值。也正因如此,“阶级关系已然普遍

化了。生产剩余价值和剥削并不限于工薪劳动了,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各领域”[24]。包括资本

家、儿童、小学生,其他学生在内的诸众均构成了无酬数字劳动者,他们每天的在线劳动为资本家

创造着无穷的财富。几乎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感知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待遇,受伤害主

体在量上已然远远超越了前数字时代,而且这种伤害越来越隐蔽。

2.数字劳动者受到了剥削。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们不得不投身于劳动,这是他们再生

产劳动力、维持生计的必要条件。这正是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中所描述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

产生机制。福克斯借鉴了马克思关于“被迫劳动”的观点,认为数字受众的网络活动同样是一种

被迫劳动的形式。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尽管不上网的用户不会因未参与无酬劳动而面临生存

危机,但他们会因为与信息社会脱节而遭受孤立。因此,数字劳动同样是一种被迫行为,剥削在

这里同样存在。用户在社交媒体、内容分享平台等数字平台上的互动和内容创作,往往为这些平

台带来了巨大的价值,然而用户本身很少得到相应的利益回报。此外,数字用户的在线行为、个

人偏好和活动信息常常被数据公司用于商业目的,数据原始提供者却很少从中获益。算法决策

系统可能对劳动者的工作分配、薪酬和工作条件进行控制,这也会侵害劳动者的权益。还有,虽

然数字经济中的“零工”工作模式提供了工作灵活性,但它缺失了长期的工作保障和福利,进一步

加剧了数字劳动者面临的剥削问题。

3.数字用户被商品化了。在网络空间活动中,用户的行为、偏好和注意力等个人特征被当

作数据资产来收集和利用。这些个人数据被深度分析,并用于诸如定向广告、市场研究和产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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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等领域,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用户往往在无意识或未明示同

意的情形下,其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就被转化为商品并货币化了。福克斯认为,用户在网络和媒

体上的行为(包括观看、阅读、听和使用),都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用户不自觉

地成为了一种被出售的商品,他们在消费中从事着生产,扮演着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双重角

色,普遍地成为资本家所利用的免费劳动力,从而创造了巨大的剩余价值。这一商品化的根源在

于用户在网络空间中的基本行为———观看、阅读、听和使用[1]132。在免费的网络活动模式下,用

户的商品化构成了平台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用户通常对自己的数据如何被使用和变现缺乏

足够的控制权。尽管商品化可能带来更加个性化的体验,但它也可能将用户限制在特定的信息

茧房中,限制了用户的视角和选择。

4.数字劳动属于异化劳动。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借鉴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概念,进一步

揭示出数字劳动的异化特征。依据这一理论,因算法与自动化系统的控制,数字劳动者无法掌控

自己的劳动过程,从而减少甚至失去了劳动的自主性。而且,数字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相分离,

致使劳动者难以获得劳动成果的归属感。在社会关系层面,数字用户可能涉及与全球范围内的

匿名个体合作,从而导致劳动者在社会关系上的疏离感。在身份认同上,数字用户还可能意识到

自己的在线身份与离线身份不一致,从而导致自我认同的异化。在劳动形式上,数字劳动者所面

临的不稳定的零工(gigwork)条件,丧失了应得的福利和稳定性,构成了劳动条件异化。在价值

方面,数字受众的上网数据所形成的商品,被资本家通过算法算力进行分析,用户所创造的价值

可能被低估或未被充分认识,从而形成劳动价值异化。在商业资本那里,受众在网上的所有行为

均受到全敞景监视,因而数字劳动的异化也与技术决定论有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劳动的性质

和条件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数字劳动可能还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异化,劳动者可能接受并内化

了消费主义和市场逻辑,而这些价值观与他们的个人利益相悖。

5.数字劳动理论的全部秘密在于数字受众在网络空间因广告而引发的“注意”。“斯迈兹强

调,正因为媒体公司通过将其受众视为有价值的商品而在广告时间售卖,从而获取利益。这些网

络媒体受众因观看和注意广告而产生了价值,从而产生了有价值的受众商品。”[25]当观看和“注

意”成为活劳动所实施的对象化劳动,剩余价值也便相应地产生了。福克斯认为,数字受众对广

告的“注意”正是受众劳动所产生的产品,产品中拥有受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从而成为具有使用

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数字受众的劳动出自于受众的无意识行为,但在客观上产生了“注意”

所创造的意识商品。社交媒体(数字平台)为受众所提供的并非单纯的享受生活的方式,更为重

要的是构成更加隐蔽的受剥削的生产方式。社交媒体的用户既是科技服务的消费者,同时又是

数字商品的生产者,用户的行为生产着相应的在线行为数据和对广告注意的数据,这些均构成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数字用户在消费科技服务的同时,也

为资本家无偿地生产着具有交换价值的数字商品。“受众的行为不仅再生产着他们的劳动力,而

且生产着商品。由此,在脸书、视频网站和推特,所有的消费时间就是商品生产时间。”[1]90数字用

户在数字平台所花的时间构成了其生产数据的生产时间,从而产生了计算劳动价值量的劳动时

间。然而,数字受众却疏离于其劳动成果,数字平台将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分类、打包,择其

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出售给广告资本,而剩余数据则留置于云端。但无论是有用数据,还是剩余

数据,用户均不享有所有权、知情权、用益权。

不得不承认,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交会于一体,冲击着人们原有

的认知思维,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提供了土壤。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以此为背景试图推进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数字化发展,这一主观意志是积极的,其成果也显示出重要的理论价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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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劳动理论,会发现他们错误地将消费与劳动混淆在一起,认为数

字消费本身也在进行生产性劳动,甚至数字消费就是生产性劳动。这种理论误读甚至歪曲了马

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模糊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将生产劳动与消费合为

一体,从而得出“玩劳动”“一切网络空间行为皆劳动”的数字劳动结论。产生这种误读与误解的

根源,则在于未能明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界分;更为重要的是,未能从

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整体性”去理解生产劳动和消费活动的边界

及其辩证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外观出发,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劳动价值论概念,较为生硬地去阐释数字化时代人们活动的属性,从而产生了“泛劳动”“泛

剥削”“泛剩余价值”“泛劳动者”的概念,得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结论”[8]。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探究,数字劳动概念已然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真

内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乃至具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意味。不能自洽的数字劳

动理论,不仅会引发理论上的混乱,而且在实践上不利于引导数字化生存方式的建构。只有回到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本身,对数字劳动理论进行辨正,才能还原其数字消费的本来面目,厘清数字

劳动与数字消费的边界。马克思曾指出:“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27]203数

字时代的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说,劳动不可能像福克斯等人所称的那样成为游戏,成为“玩劳动”,

但委实可能在“玩”活动中进行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了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整

体性的四个不可分割的环节,这四个环节的整体性表意着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有机体系,四个环

节正是四个要素,它们之间形成循环往复、相互支撑的循环系统,所蕴含的辩证运动成为推动系

统得以循环的内在力量。由此,从这个整体性体系出发,从整体性中销售与消费、生产与消费的

辩证关系的两个分项逻辑中去探赜数字劳动与数字消费的边界,辨识数字劳动的数字消费属性,

便成为对西方数字劳动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辨正的有效理路。

三、数字消费:资本数字化生产与再生产整体性中的内在环节

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明晰资本周转与循环的运动方式,进而探明进入

数字时代后,数字劳动的内涵是否可以泛化到“一切网络行为”,以及人们的网络空间活动的真正

属性。

(一)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整体性循环中的消费与数字消费

从“G—W—G'”的总公式来考察,如果不实现从 W—G',那么生产只停留在商品阶段,大量

的商品堆积,便产生生产过剩,最终的结果便是危机的来临。因而,“如果考察再生产的整体,那

么消费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环节”,“由于 W较长时间地停留在市场上,它的再生产会受到阻碍,只

有 W转化为G,这种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27]576。当 W 转化为G后,G将变为G',从而完成了

资本的一次循环。这个循环要经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后,价值才得以实现,整个生

产的目的才能达到,因而也才能为下一步再生产提供准备性条件。在这一整体性循环中,如果失

去了由 W到G进而到G'的转变,生产就会受到阻碍,市场就会被商品所充斥,生产过程就必然

会中断。因而这个整体性中,消费对于再生产的整体性而言,其内在环节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呈现

出来,从而为数字消费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进入数字时代后,数字消费同样成为资本数字化生产整体性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资本

数字化生产与再生产同样依靠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周转,因而必然依从“G—W—G'”的总公

式和辩证运动法则。当然,这个辩证运动法则中已经嵌入了数字化所表征出来的算法与算力。

29



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活动旨在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因而构成数字消费而非数字劳动。数

字消费也是整体消费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在数字化时代中从传统消费模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新

型消费模式,并成为借助于数字技术来实现资本再生产循环的新媒介样式。数字时代数字用户

成为网络文化的经营者、创造者、交往者、团体建构者的主体,转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和收音机

内容接受者的地位,使得网络产生了去中心化的结构特征,实现了广告的“一对一”精准注意,从

而增进了消费效率,促进了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有利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因而更受数字资

本主义的青睐。

西方数字劳动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忽略了“G—W—G'”总公式的整体性。正是由于数字消费

模式会在网络空间留下可能为他人受益的信息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为资本家实现价值增殖提

供使用价值,因而福克斯才认为数字消费使得人们的网络行为完全商品化了,数字消费者在网上

花费了时间,却构成了无酬劳动,生成的数据商品被大型企业如脸书、谷歌等所拥有,并从中获取

超额剩余价值。然而,福克斯等人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现象而未能深入到本质,未能从生产

与再生产的整体性去考察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活动性质。具体来说只看到了数字生产性劳动,

未曾看到数字消费在资本数字化生产与再生产循环中的内在环节价值,误以为人们的空间活动

也在创造价值,将实现价值环节误判为创造价值环节。

数字劳动概念的这一错误,已经被另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出来了。迈克尔·A·莱波

维茨(MichaelALebowitz)明确指出,网络用户是消费者,其消费的目的在于实现广告资本家的

剩余价值,属于资本周转和循环的范畴,因而受众的行为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不仅如此,“媒

介资本家将其服务卖给工业资本,工业资本作出购买行为的目的在于缩短资本的循环时间”[8]。

从而,媒体资本家分享了工业资本的剩余价值,而非再度创造新的剩余价值。同时,莱波维茨对

斯迈兹的“受众商品”概念及其所提出的受众数字劳动被剥削的理念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受众

数字劳动被剥削甚至产生剩余价值的理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理论维度,因而斯迈兹的数

字劳动理论只是促进了“得出彻底非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彻底非马克思主义主张”[8]。莱波维茨在

对斯迈兹的批评中认为,媒体资本主义只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竞争方式的扩展,帮助实现了工业资

本家增进其商品销售的愿望,从而媒体资本家的利益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分享。在他

看来,今天出现的数字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数字资本主义不过是工业资

本主义的发展版,而这种发展只是“量”的积累而未达到“质”的飞跃,并未超越工业资本主义的剥

削本质和增进剩余价值欲望的限度。在莱波维茨那里,无论是媒体资本家将用户信息数据出卖

给广告商,还是受众被迫注意广告,都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行为,而只是促进再生产循环,使剩余

价值得以实现的环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莱波维茨的观点同样站在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整体性视

角,较为明晰地批判了数字劳动概念范域,并为数字消费提供了间接立论。

(二)数字消费通过网络空间加速了资本周转与循环的进程

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数字流通直接引发了时空压缩的数字消费,反过来,数字消费又进一步加

速了资本的周转和流通。

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加速劳动时间的

周转,以时间消灭空间。这里,交换与消费环节的作用便集中凸显出来了。马克思指出:“资本一

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

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

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

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7]169通信技术与交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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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就了资本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愿景,数字技术的发展,又为资本以时间消灭空间锦上添花。

资本正是看中了数字技术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消费的力量,通过虚拟空间介质加速周转进程,因而

才焕发出加速发展数字技术的内在动力因。

与传统消费模式相比,数字消费在“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周转。资本通过

数字技术已经摧毁了一切不利于交换的时空限制,整个地球均成为它的数字消费市场了。数字

消费的本质在于,资本利用技术逻辑加速资本循环的进程,从而加速资本周转时间并提高剩余价

值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形象地提出了“社会加速”理论,并指出:

“资本主义的瞬间经济所肩负的生产的加速必须要求销售和(至少是随着打开新的市场而创造的

可能性)消费的同时加速,这样才能超越生产领域的动态化的要素。”[28]193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加

速必然要求数字销售和数字消费的同时加速,才能不断推进生产领域的再循环,从而提高资本变

现的速度和获取原材料的速度,亦即推进生产与再生产的速度,进而实现剩余价值,并加速新价

值的创造。数字化生存状态下,受众通过触屏点击便可消费世界各地生产的产品,世界已不再是

地球村,而是地球屋了。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活动并非数字劳动,而正是跨越时

空、压缩时空的数字消费。

四、数字平台:实现销售与消费的数字化升级版载体

在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整体性循环中,销售与消费的逻辑关系,以及销售与消费的数字化转

化和升级,强有力地诠释了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活动的数字消费属性。平台经济和平台资本主

义客观地反映了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价值的巧妙设计。

(一)马克思主义销售与消费的逻辑关系原理指明了数字消费的发展性

销售和消费均旨在实现使用价值,而非生产使用价值。马克思早就指出,商品在一定时期内

如果未能卖掉,它就会丧失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属性”,并且“商品中包含的资本价

值,资本价值中增长的剩余价值,都将丧失”[26]144。促进商品销售,正是促进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新

和再生产实现,进而达到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目的。“使用价值以完成的商品形式出售,从而由此

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是它们的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26]144-145消费既是销售的结果,又是

销售的前提,商品销售率的高低则依赖于消费者的消费程度,因而加速销售和促进消费同样是资

本主义生产整体性的重要内涵。马克思关于销售与消费的论述科学地阐释了数字消费对实现使

用价值、更新再生产的意义所在。但遗憾的是,福克斯等人将这种数字消费误读为生产使用价值

而不是实现使用价值的数字劳动。

平台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销售与消费逻辑关系原理在实践中的发展模式。数字平台是商

业资本嵌入数字技术后的工具成果,其目的在于促进销售与消费。数字化时代,作为商业资本形

式的数字平台成为分配资本剩余价值的第三者,是资本与劳动实现再循环的高端中介。马克思

指出:“一个商人……可以通过他的活动,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做是一

种机器,它能减少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26]148商人可以被视为一台机器,这是

马克思用其慧眼早就识穿了的,而如今的数字消费、平台资本主义借助于网络而创设的智能销售

形式,正是马克思所预见的“机器商人”和“商人机器”,只不过形式上具有了超然的变化,由实体

转变为虚体的数字平台,由现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的数字空间,但无论如何,本质上它就是一台

机器———销售机。而这台机器在数字时代,正采纳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形式,充分展现了科技的第

一生产力效能。也正是这台人工智能机器,将消费者在网络终端所购买、消费、娱乐、游戏、闲逛

的信息,汇集成大数据,通过算法择其有益成分,分析消费者所思、所欲求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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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终端精准推送广告,促进销售和消费。不仅如此,平台资本还服务于生产,将所获信息打包、

分类,有针对性地贩卖给产业资本,从而为产业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赢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

空间。

发展后的平台资本主义,借助科技力量引诱广告注意而实现数字消费。数字平台的消费引

诱、平台资本主义的销售方式,均表意着产业资本所生产商品的现代化、数字化营销方式,以及受

众的数字消费模式。原本,数字平台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实现了现实生活与虚拟

生活的交融,生活内涵日益丰富起来,社会交往的领域也日益广泛,处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可以同

时与世界各地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文化交流、感情交往,进而达到文明交融的目的。然而,这

种数字文化交往被隐性地嵌入了商业广告,与广告照面便构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消费引诱。对

资本而言,广告是促进消费的销售方式,广告资本是商业资本中的组成部分,是商业资本家实现

良好销售的手段。数字时代,“它们都用拍卖的方式销售广告,用机器学习来预测用户点击某广

告的概率(概率越大,广告价值越大)”[29]14。数字平台广告引诱的目的在于通过广告而吸引消

费,数字受众对广告的注意,构成对广告的数字消费行为,在客观上实现了在线广告的使用价值。

平台资本正是商业资本在数字化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技术形式,它巧妙地将商业中介的各因素都

遮蔽起来了,使得数字受众在不知情状态下欣然留下自己的数据。资本家正是相中了数字平台

为其实现剩余价值所提供的高速通道和隐蔽空间,才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巧借数字受众消费时所

享有的免费、便捷、高效的优待,诱之以广告注意,占据消费者数据,实现数据商品化转化,并“售

卖给商家,向消费者精准投放相应需求的广告和产品数据的收集方式,达到主宰市场和控制人的

目的”[30],从而达到了促进销售、实现交换价值的目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自洽处确证了销售与消费的效果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考察,可以探视到其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数

字劳动理论本身,从反面诠释了数字消费概念的科学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形似,套用或自我创设概念,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马克思在界定劳动价值时,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标准,从而揭示剩余价值的奥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用此概念的内涵,在形式上加以套用,将数字劳动的价值量计算以“社

会平均注意时间”为标准,意在得出因注意而创造剩余价值的结论。但“社会平均注意时间”如何

测量与计算,依然以未知数的形式呈现着,他们提出了“社会平均注意时间”来取代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却没有给出计算时间的方法。当然,本质上也找不到可以真实计算的方法,从而因“社会平

均注意”而产生的信息产品及其剩余价值量便陷于无法界定的境地。对于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

行为,我们“很难区分出生产时间与非生产时间,因而很难界定其构成价值来源的时间。实践上,

这同样说明了网络平台公司和广告商也很难确定网络注意的价格。在线网络市场一直在探索建

立价值协议的技术措施,这就意味着,从实践上看,这样一个价值协议依然无法确立”[25]。这是

一种无形的活动,从数字劳动理论考察,我们无法界定其生产(注意)时间,从而无法界定其应得

劳动报酬,更无法计算其可能产生的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斯迈兹等人直接将

计算价值的时间标准置换了。改头换面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吗? 而且,将

计算劳动价值量的时间标准置换后,劳动价值理论还成立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经过转换后

的数字劳动价值论,不再符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要义了。一些西方理论家,如奈格里已然觉

察到数字劳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误读后,干脆指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规律不再发挥

作用了[25],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当然,他们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理论上也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效果。如他们在论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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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时,却是在论证消费时间,达到了为销售服务的效果。用“社会平均注意时间”来计算的行

为,正是社会数字消费行为,数字受众通过花一定时间消费了广告内涵,从而为广告产品的销售

提供了出口,为广告资本的周转贡献了力量。显然,数字大众的网络参与并非构成劳动时间,但

的确构成了消费时间。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社会平均注意时间”的计算,概念的套用进一

步反证了数字劳动理论的不自洽,却证成了数字消费概念的成立。对数字平台的“平均注意时

间”成为推动销售、衡量数字消费的尺度,而不是计算数字劳动价值量的标准。

由此观之,数字用户在网络空间活动中,与其说是以一个数字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毋宁说构

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数字消费者角色。数字广告成为沟通数字销售与数字消费之间的桥梁。

“斯迈兹认为部分受众商品的生产价值包括在它的消费模式的复制中,这一消费模式源自于嵌入

受众所浏览的媒体平台的广告。”[25]“消费”是广告的价值追求。也正因如此,大卫·萨普特才揭

示出:“‘阴魂不散’的广告还有另一个主要来源,那就是重定向……我们被海量广告狂轰滥炸。

我们长时间盯着我们的手机和屏幕,这使得广告似乎能够不时地读懂我们的想法。”[31]70这就合

理地解释了这样的现象:当我们网络购物时将某一商品放进购物车内,界面下方便会以“猜你喜

欢”或“购买此物者还浏览了”等提示语推送类似的产品。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在这里被赋予

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广告是销售的前奏和手段,也是激发过度消费欲望的工具。数字用户的一

切行为均被纳入了商品信息灌输的内涵之中,缺失了广告消费,数字用户的一切数据对数字平台

毫无价值,数字平台定向投放广告的行为,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消费主义之弊。

五、数字消费者:“生产消费者”在数字化再生产中的真实角色

在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整体性中,如果说销售与消费的逻辑关系构成了确证数字消费的第一

个分项逻辑的话,那么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则构成了确证数字消费概念的第二个分项逻辑。

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数字劳动者进一步界定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s),即生产者(producers)和

消费者(consumers)的二合一。透过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足以探察出生产与消费,以及生产

者与消费者的界分,从而确立受众在网络空间的娱乐、浏览、自我创作等网络空间活动,在属性上

并非生产性劳动,也非消费性劳动,而是数字消费活动,网络受众是数字消费者而非生产消费者。

(一)数字消费将生产再生产出来

生产与消费是资本再生产整体性中的两个环节,它们通过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方式推动着

价值创造的无限循环。生产与消费只有由对立走向统一,使消费不仅实现所创造的价值,而且促

进下一次新的生产,才能实现资本循环并使循环延续下去成为可能。

消费将生产再生产出来的原理,正表征着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划清数字消费与数

字劳动之间的边界提供了理据。消费创造着生产的需要。消费对生产具有重要的价值,消费是

生产的目的,消费为生产提供了消费对象和创造对象。正是由于消费的实现,才能在生产中创造

出更多的使用价值。由此,“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只是由

于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只是由于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

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上升为熟练技巧;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

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27]17。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个循环中,消费终结了生

产,但同时又是下一个循环的开端,因为消费同时又激发着生产的欲望和需要。恰如马克思所言:“消

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没有需

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27]15“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

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27]16数字消费为数字生产创造了需要,刺激着新的生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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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展开。“消费主义”理论和“消费异化”理论,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才有理论价值。

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理论关注到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原理,但并未深入其核

心,认为“消费将生产再生产出来”就是在强调消费行为与生产劳动行为的合一,因而提出“生产

消费者”(prosumer)这一概念来,并错误地得出“每一位消费者的行为都等同于劳动”的结论。这

种解读忽视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复杂性和深层次含义。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与消费

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而不是简单地将消费行为等同于生产劳动。进入数字时代,生产与

消费的辩证关系并未发生变化,生产与消费依然构成资本数字化再生产循环的重要环节,既有联

系又有区分。数字生活中定向广告的真正目的在于消费,但又是为了生产而消费。推送广告作

为一种促进消费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刺激消费需要,从而将“生产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的增加

必然推进生产的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活动,正是为了进行生产循

环而形成的数字消费行为,数字受众并非生产消费者,而是数字消费者,他们的活动虽然对生产

循环有影响,但并不等同于直接的生产劳动。

(二)数字劳动与数字消费并非同一个东西

无论是从马克思的论述中,还是人们的生活常识中,都可以明确:劳动与消费不是同一个东

西。进入数字时代后,数字劳动与数字消费依然不是同一个东西。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专节论述了消费,为我们确定数字消费行为的准确

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商品的使用价值构成其物质内容,而这个使用价值必然要在消费阶段才

能实现。马克思明确指出:“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27]15消费通过实现产品,从而实现

蕴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如果一味地生产而不消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所组成的

经济链便可能发生断裂,生产得越多,消费不出去,经济危机便可能产生。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体环节的内在联系并将其并列起来的观点,并指出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

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27]23。如今看来,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依旧在犯同

样的错误,将数字生产(数字化生产性劳动)与数字消费视为同一的东西了。马克思所指的“生

产”,就是生产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言的数字劳动,将数字化生产性劳

动与数字消费二合一了。

数字劳动理论不能自洽,根源在于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理论。西方数字资

本主义在论述数字劳动理论的过程中,首先是从数字消费视域出发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从数字

消费中硬生生地“制造”了数字劳动内涵,从而将消费与劳动之间的界限人为地消解了,于是在他

们那里,消费中产生了劳动,消费就是劳动。正因如此,才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理论将

受众网络空间活动界定为“产消主义”(生产与消费)活动、“消费者的自由劳动”[25]、“消费者劳动

(consumerlabor)”[32]、“共同生产”“共同创造”,将数字受众及其活动的结果称谓为“生产消费者

(prosumer)”“受众商品(audiencecommodity)”或“参与商品(participatorycommodity)”等。这

些术语以及他们在论证数字劳动时的表述,表明他们已然潜意识地承认了数字消费概念的合理

性,却未能将消费与劳动的界限澄明开来,未能将自发意识转化为自觉的理论。马克思明晰地指

出:“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27]15

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与消费的合一,是从资本主义再生产整体性、生产与消费的统一性视角阐发

的,并不意味着消费生产着商品、消费中包含劳动属性。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理论家断章取义,对

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了有取舍的处理,而且错误地理解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原理。他们提出了

“产消者”(prosumer)或“生产消费者”(proconsumer)概念,旨在强调消费与劳动(生产性劳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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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合一性,然而却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没有认识到“它们直接是两个东

西”,从而将数字消费属性误判为数字劳动。从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视角看,出版著作《数字劳动与

卡尔·马克思》两年后,福克斯本人的思维同样发生了变化,他于201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透

露出主张数字消费的痕迹。他借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描述数字平台:“马克思会说,社交平台是夸

大了的意识形态,他们利用迷恋的使用价值,其目的正在于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交换价值中转移开

来。”[33]1这里,福克斯使用了“交换价值”概念,并没有使用“创造新价值”语汇,已经隐性地认同人

们在社会平台上的活动,是资本实现“交换价值”的数字消费,而不是“创造新价值”的数字劳动,

更不是消费与劳动的混合体。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理论家不周延的理论,已然透露出其概念的不

确切性,回到马克思主义再生产整体性理论,便可澄明数字消费清晰的形与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消费对生产的终极作用理论,为我

们界定数字消费提供了理据。生产固然属于劳动,劳动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

费”[34]57,从而“劳动具有工作性”[22]、财富具有生产创造性,但消费则不具有劳动性、工作性、生产

性。数字受众对广告的注意,依然处于对广告所宣传产品的消费阶段,尚未进入下一个生产性劳

动环节。人们的网络空间活动正是产品实现消费的重要途径,从而构成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

以福克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指称的“玩劳动”“无酬劳动”“一切网络行为皆劳动”的理

论,脱离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视域,将数字受众的消费行为中可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成分

界定为劳动,从而直接将人们的网络消费行为冠以“劳动”的称谓,便构成了其数字劳动理论的重

要内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当然,以数字消费取代数字劳动的主张,并没有否定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其剥削依然

存在于ICT行业的数字劳动以及形成数字消费产品的数字化生产性劳动中。而且数字消费只

是数字资本主义实现剥削的重要环节。数字消费活动中并不存在劳动的属性。但值得注意的

是,数字平台在现实性上真实地获取并占有了数字受众因浏览网页、观看视频、注意广告等活动

而产生的数据信息,并将其转化为数据商品,转手出卖给广告资本家或产业资本家,对这种行为,

理应界定为信息窃取,属于占有和使用数字受众数据信息并从中获利的非道德甚至非法行为。

对此行为的讨论,则属于另一个话题的范围。

六、结 语

综上所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以及剩余价值原理,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所

提出的数字劳动概念,在性质上更应被视为数字消费。数字受众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不是作为

直接的生产劳动,而是作为消费行为的一部分,它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而是对资本的数字化再生

产循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数字劳动理论不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且在内涵上不能自洽。数字劳动理论将

数字受众网络空间活动界定为数字劳动,不仅消解了数字劳动与数字消费的界限,而且也模糊了

阶级差别。数字劳动理论将工作人员、儿童、休闲者,甚至资本家本人的在线行为,均划定在数字

劳动范畴之列,“集聚(assembly)”及“诸众(multitude)”“无用阶级”等概念应运而生,并被用作理

论支撑,使数字劳动不仅存在理论上的不周延处,而且会模糊劳资矛盾。或者,资本借助这一理

论通过意识形态的虚妄和狡计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网络空间同样构成资本家的生活场

地,依据数字劳动理论,会产生资本家剥削资本家、资本家自我剥削、资本家无产阶级化的悖谬,

理论上陷于无法自洽的境地。将数字消费混淆为数字劳动,将一切网络行为界定为受到剥削的

数字劳动,未能真正揭示出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休闲娱乐与自我创作活动的行为属性,无益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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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正常的网络空间活动和对美好数字生活的享受,甚至可能引发网络空间休闲、娱乐、自我

创作、交往,以及世界范围内文明交流等活动的非正常心态。

综上,数字消费比数字劳动概念更为科学地界定了数字受众网络空间的活动本性。数字技

术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劳动生产方式,同样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技术加

持下,人们利用数字平台购物、浏览网页、了解新闻动态、观看视频等消费、娱乐、休闲活动,不具

备劳动性特点,因而不应当列入创造剩余价值的数字劳动概念范畴。将这一系列行为纳入“实现

价值”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性活动范畴,更具合理性。数字消费这一概念揭示出数字用户与数

字平台之间的照面,借助数字平台增进生活内涵的丰富性程度,因而可以较为合理地表意人们的

数字空间活动属性。将数字劳动(ICT)与数字消费界分开来,而不是通过二合一的方法模糊二

者的界限并创造出“生产消费者”概念,将有助于厘清数字经济的内在结构、内涵要素及运行规

律,进而为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的数字生活世界提供

马克思主义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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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LabororDigitalConsumption:AMarxistAnalysisofDigitalLaborTheory

LIMi
(MarxismSchool,Beijing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Beijing100024,China)

Abstract:WesternMarxisttheorydefinestheactivitiesofdigitalaudienceintheonlinespaceasdigitallabor,therebyes-
tablishingtheoriesthatallonlinebehaviorsarelaborandthecommodificationofdigitalusers.However,basedonthe
essentialspiritofMarxist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theonlineactivitiesofdigitalaudienceshouldbeattributedto
digitalconsumptionratherthandigitallabor.Theseactivitiesdonotcreatesurplusvaluebutaimtorealizeit.Through
Marxsprinciplesofthetotalityofcapitalproductionandreproduction,aswellasthelogicalrelationshipbetweensale
andconsumptionandthedialecticalmovementofproductionandconsumptionwithintheseprinciples,itcanberevealed
thatdigitalconsumptionconstitutesanimportantlinkinthetotalityofdigitalreproductionofcapital;digitalplatforms
aretheupgradeddigitalmediaforsaleandconsumption;theterm“prosumer”shouldnotrefertoahybridofproductive
laborersandconsumersbutshoulddenotedigitalconsumers.Thus,theboundarybetweendigitallaboranddigitalcon-
sumptionbecomesapparent.Differentiatingdigitalconsumptionfromdigitallaboristheoreticallybeneficialforthecon-
temporarydevelopmentofMarxismandpracticallyconducivetobuildingadigitalspacecommunitywithasharedfu-
tureandrealizingthevisionofagooddigitallifeforthepeople.
Keywords:WesternMarxism;digitalcapitalism;digitallabor;digitalconsumption;Marxism;surplusvalue;platform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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